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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利用是否合理是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生态环境变化的风向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构

建了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定量评价体系，借助相对风险模型（ＲＲＭ）对石羊河流域的生态风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１）在划分的３个评价单元中，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在土地利用中面临的生态风险最大，北部盆地

防沙治沙区次之，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生态风险最小；（２）在３大风险单元的６类不同风险源中，工程建设对石羊

河流域的生态风险影响最大，其次是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且在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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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生态风险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某些不确定性的
灾害或者事故对生态系统及其组份可能产生的风

险，这些风险可能会损坏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从而
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１－２］。随着近几年
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资
源总量下降、建设面积无限扩张以及“三废”污染、农
药污染等的日益加剧，加上农户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下土地利用中撂荒和开荒现象较为严重，导致区域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３－４］。因此，区域在遭受一个或
多个胁迫因素影响后，有必要对生态环境可能出现
的风险进行评估，防止生态环境持续性恶化［５］。生
态风险评价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为经济和社会目的，通过各

种使用活动对土地进行长期或周期性的经营［６］。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土地利用研究偏重于土地利
用与规划，满足于人类土地利用基本功能的需要；９０
年代以后，对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从最开
始的土地利用变化对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生态
环境单一要素影响研究，逐渐过渡到土地利用对区

域整体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７－８］。在研究范围上，
从生态环境脆弱区或经济落后地区逐步拓展到经济

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综合效应［９－１３］，
在土地利用研究尺度上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集中在

小城镇和发达地区［１４－１５］，而对西部贫困脆弱山区的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相对较少，并且缺乏对土地
利用动态与生态风险变化二者响应关系的深入

研究。
石羊河流域地貌类型多样、土地利用粗放、人地

矛盾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其变化对武威市乃至
甘肃省的生态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６］。而该
流域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和较高的生产潜力，
使流域周边居民开发利用石羊河资源成为可能，但
对该流域进行农业开发或其他开发会给流域带来生

态风险［１７］。所以，本文以武威市石羊河流域为例，
运用ＲＲＭ 对石羊河流域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的
生态风险源及生态受体进行筛选，构建概念模型，对
该流域的暴露和危害进行计算分析，并利用风险表
征对所获得的相对风险密度、生境丰度、暴露系数和
响应系数进行计算，以确定武威市石羊河流域的生
态风险［５］。这对今后制定石羊河流域的环境保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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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及生态风险管理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石羊河流域总面积２８　８００．５２ｋｍ２，分南部祁连
山区、中部绿洲区和北部荒漠区三大区域。南部祁
连山区武威属区总土地面积约７　７５５．０６ｋｍ２，约占
武威市石羊河流域面积的２４％，植被覆盖率６３％，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垂直分布明显，人口密度较
小，农林牧渔业发展较快，工业和服务业逐年发展，
风景名胜和名优特产多。中部绿洲区武威属区总土
地面积约５　５８８．２２ｋｍ２，约占武威市石羊河流域面
积的１３％，农用地面积大，且以耕地和牧草地为主，
建设用地面积大，农业和工业发达，是流域内经济和
文化中心。北部荒漠区武威属区总土地面积约

１６　４５７．２４ｋｍ２，地势平坦，冬冷夏热、降水稀少、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以种植优良瓜果为主。
石羊河流域是一个由水资源联系起来的生态功

能整体，是河西走廊上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１８］。武
威市石羊河流域内土地利用类型多样，生态环境复
杂，再加上不合理的农户生计活动，对流域内的环境
造成巨大的生态扰动，生态恶化日趋严重。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众多学者研究成果，通过外业调研
和对实际情况分析，选取适合研究区域的相对风险
模型（ＲＲＭ）来解决风险源类型多样、风险暴露路径
复杂、胁迫因子难以量化等土地利用变化生态风险
评价正面临的难题［１９－２０］。
生境、风险源选择。通过遥感图像解译和 ＧＩＳ

分析统计，确定石羊河流域内生境的类型、面积及分
布范围，并针对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危害生
态系统的各类活动进行分类，确定风险源。
生态受体的选择。分析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变

化中产生的风险源进行，选取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
要地位的生态因子、物种或者对风险因子作用较为
敏感的因素作为风险受体，用受体的风险来研究整
个区域的生态风险。
概念模型的构建。通过羊河流域土地利用过程

中产生的风险源及生境与生态受体间的暴露响应关

系，得出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的胁迫因子及风险源

到生境和生态受体的暴露响应路径，基于此构建概
念模型，来描述风险源、生境与生态受体之间的
关系。
暴露和危害分析。分析武威市石羊河流域在土

地利用变化中的风险源与生境及生境与生态受体之

间的暴露响应关系，获得相对风险密度、生境丰度、
暴露系数和响应系数，并进行风险表征。
风险表征。通过风险表征模型对所获得的相对

风险密度、生境丰度、暴露系数和响应系数的值进行
综合计算，获得不同风险区域的生态风险值。

１．３　数据来源

本文以研究区域最新的Ｌａｎｄｓａｔ遥感影像为基
础数据，通过 ＧＩＳ解译和分析统计，得出石羊河流
域近几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再利用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以及近几年武威市统计年鉴中土地利用变更数

据核实该区域的相关土地利用数据，从石羊河流域
管理局获得武威市石羊河流域经济年鉴和生态治理

数据，通过实地调研对收集到的武威市的土地利用
及社会经济数据进行修正。

２　结果

２．１　风险单元划分

以石羊河流域地表生态环境状况作为风险评价

单元，根据研究区域地质地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
环境状况，将石羊河流域分为３个风险单元，即南部
山地水源涵养区、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北部盆地防
沙治沙区。

２．２　生境及风险源分析

武威市是石羊河流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生
物因子多样，生物生活的空间多样，因此生境类型多
样，主要为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水体。
石羊河流域境内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６种，

即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该区域
现有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在相对肥沃的土地

上进行耕作，在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场放养牲畜，对河
流进行调蓄洪峰的水坝修建等，通过对不同风险源
发生概率、强度和范围，确定武威市石羊河流域土地
利用变化生态风险源为６类：作物种植、畜牧养殖、
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固体废弃物、工程
建设（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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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石羊河流域３类风险单元不同风险源面积（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ｓ（ｋｍ２）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风险单元 作物种植 畜牧养殖 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 固体废弃物 工程建设

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 ６８６．７　 ６　１３０．８７　 ２５４．５２　 ２１．４６　 ８４．８９　 ５７６．６２

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 ９５６．８８　 １　３５８．０３　 １８９．７８　 ３５７．８９　 ６２８．１１　 ２　０９７．５３

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 １　０６６．３７　 １１　７７９．１５　 ９８．６３　 １　３５０．８５　 ４６７．１２　 １　６９５．１２

表２　石羊河流域３类风险单元不同类型生境面积（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ｓ（ｋｍ２）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风险单元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水体

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 ６６０．９２　 ４　０２８．５２　 ２　１０２．３５　 ２５．７８　 ８０．１４

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 ９１８．１６　 １　１２８．１１　 ２２９．９２　 ３８．７２　 １７４．０２

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 １　０５４．１８　 ９　５８９．３２　 ２　１８９．８３　 １２．１９　 １２５．２１

２．３　生态受体

生态受体是指暴露于压力之下的生态实体。对
物种多样性与区域生态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武威
市石羊河流域主要包括各种具有价值的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物种，还有大小、形状、属性不一的景观单
元以及其组分构成的生态单元，最终筛选出生物物
种、景观态势、生态系统作为评估的生态受体。

２．４　概念模型

为了有效地对区域生态风险进行评价，通过构
建概念模型来反映研究区域存在的风险源－生境－生
态受体的暴露和响应路径，以揭示在武威市石羊河
流域土地利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源和胁迫因子及其

对生态受体产生的生态影响。风险源对生态受体的
作用体现在概念模型中，以上６类风险源通过胁迫

因子作用于各种生境类型如表３所列。

　　由表３可知，各个风险源通过释放不同的胁迫
因子作用于不同的生境，而这些胁迫因子借助于生
境变化使不同的生态受体暴露。

２．５　暴露－危害分析

暴露－危害分析是武威市石羊河流域生态风险
评价的核心内容。本文通过计算相对风险密度和生
境丰度，实现对风险源与生态受体的暴露－危害的定
量分析，以及通过分析暴露和响应途径计算出暴露、
响应系数。

２．５．１　相对风险密度和生境丰度
通过表１提供的武威市石羊河流域６类风险源

的数据信息计算出６类风险源在３个风险单元的相
对风险密度，计算依据为各类风险源分布面积百分
比／某种面积最大的风险源分布面积百分比（表４）。

表３　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暴露－响应概念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ｉｓｋ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生境

各风险源下释放的胁迫因子

作物种植 畜牧养殖 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
和盐碱化

固体废弃物 工程建设

生态受体的暴露方式

生物物种 景观态势 生态系统

耕地 Ｄ，Ｃ，ＳＥ，Ｐ　 Ｄ，Ｃ，ＩＣ，Ｓ，Ｔ　 Ｄ　 Ｄ　 Ｃ，Ｔ　 Ｃ，ＳＥ，Ｐ，Ｔ　 Ｆ，Ｓ，ＣＮ　 Ｆ，Ｓ，ＣＮ

林地 Ｄ，Ｃ，ＳＥ，Ｐ　 Ｄ，Ｃ，ＳＥ，Ｐ　 ＳＥ，ＩＣ，Ｓ　 Ｄ，ＩＣ　 Ｃ，ＳＥ，Ｐ，Ｔ　 Ｃ，ＩＣ，Ｓ，Ｔ　 Ｈ，Ｍ　 Ｆ，Ｓ，ＣＮ　 Ｈ，Ｍ，ＳＦ

草地 Ｄ，Ｃ，ＳＥ，Ｐ　 Ｄ，Ｃ，ＳＥ，Ｐ　 Ｄ　 Ｃ，ＳＥ，Ｐ，Ｔ　 Ｈ，Ｍ　 Ｈ，Ｍ，ＳＦ

园地 Ｄ，Ｃ，ＳＥ，Ｐ　 Ｃ，Ｐ，Ｔ　 Ｃ，ＳＥ，Ｐ，Ｔ　 Ｍ，Ｓ，ＳＦ

水体 Ｃ，ＳＥ，Ｎ，Ｔ　Ｃ，ＳＥ，Ｐ，Ｎ，Ｔ　 Ｄ，Ｃ　 Ｄ，Ｃ　 Ｃ，ＳＥ，Ｐ，Ｔ　 Ｄ，Ｃ，ＩＣ，Ｓ　 Ｈ，Ｍ　 Ｆ，Ｓ　 Ｈ，Ｍ，ＳＦ

　　风险源释放胁迫因子，胁迫因子借助生境变化作用于生态受体［５］。其中，风险源释放的胁迫因子有：扰乱（Ｄ）、污染（Ｃ）、沉降效应（ＳＥ）、切

割廊道作用（ＩＣ）、演替（Ｓ）、病原体（Ｐ）、营养物质（Ｎ）、有毒物质（Ｔ）；生态受体的暴露方式主要有：栖息（Ｈ）、物种多样性（Ｍ）、景观破碎化（Ｆ）、

景观单一化（Ｓ）、景观连通性（ＣＮ）、生态脆弱（ＳＦ）［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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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石羊河流域各风险单元的相对风险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ｒｉｓｋ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风险源

风险单元

南部山地
水源涵养区

中部绿洲
生态保护区

北部盆地
防沙治沙区

作物种植 ０．９６７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０

畜牧养殖 ０．９０５　 ０．３３９　 １．０００

水土流失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５　 ０．１８３

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 ０．０３４　 ０．７８０　 １．０００

固体废弃物 ０．０９７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３

工程建设 ０．１９８　 １．０００　 ０．２７４

　　武威市石羊河流域三大风险单元中不同风险源
发生概率的不同，从而得出同一风险源对各个风险
单元生态风险的影响程度。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相
对风险密度最大的是水土流失，其次是作物种植和
畜牧养殖；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相对风险密度最大
的是固体废弃物和工程建设，其次是作物种植和水
土流失；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相对风险密度最大的
是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和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其次
是工程建设。这说明合理的耕作制度和畜牧养殖对
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最明显，因此政府引导和鼓励
政策的出台对防御生态风险尤为重要。
对风险单元内各生境类型的丰度进行计算，计

算依据为某种生境面积百分比／区域生境内该最大
面积百分比。

　　由表５可得出不同生境在各个风险单元内所占
的比重，从而为研究风险源与生境及生境和生态受
体之间的暴露和响应关系提供相关数据。南部山地
水源涵养区生境丰度最大的是耕地、草地，中部绿洲
生态保护区生境丰度最大是耕地、园地和水体；北部

表５　武威市石羊河流域各风险单元的生境丰度

Ｔａｂｌｅ　５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ｒｉｓｋ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　Ｂ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生境

风险单元

南部山地
水源涵养区

中部绿洲
生态保护区

北部盆地
防沙治沙区

耕地 ０．９７９　 ０．９３９　 １．０００

林地 ０．７９０　 ０．６１３　 １．０００

草地 ０．８０５　 ０．５４７　 １．０００

园地 ０．２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６０

水体 ０．１６６　 １．０００　 ０．１３８

盆地防沙治沙区生境丰度最大是耕地、林地和草地，
其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能很好地反映流域的生态
受体的暴露和相应关系。

２．５．２　暴露－响应路径
风险单元不同，暴露和响应程度也就不同。要

表现这种程度上的差异，需将每个暴露和响应途径
分成两个阶段分析：第一阶段只考虑风险源的暴露
过程，用暴露系数定量表示风险源－生境的暴露量；
第二阶段考虑生态受体对风险的响应过程，通过分
析生境－生态受体的密切程度来表征生态受体对风
险的响应程度，并用响应系数来表示。为了直观地
表示暴露系数和响应系数，设定暴露系数和响应系
数分别为暴露路径的暴露量和响应路径的响应量，
其暴露路径／响应路径等级：０．９≤ａ＜１．０等级高；

０．７＜ａ≤０．９等级较高；０．４＜ａ≤０．７等级适中；

０．１＜ａ≤０．４等级较小；０＜ａ≤０．１等级不存在。
通过对武威市石羊河流域的调研，根据风险源

在相应区域生境内的暴露程度确定了不同的生境类

型、不同风险源的暴露系数的大小，我们所确定的结
果见表６。

表６　羊河流域土地利用风险暴露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生境 作物种植 畜牧养殖 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 固体废弃物 工程建设

耕地 １　 ０　 ０．５　 １　 ０．５　 ０．７

林地 ０．６　 ０　 ０．４　 ０．５　 ０．３　 ０．５

草地 ０．４　 ０．７　 ０　 ０．２　 ０．３　 ０

园地 ０．３　 ０　 ０　 ０　 ０．３　 ０

水体 ０．６　 １　 ０．２　 ０．８　 １　 ０．７

　　由表６可得出各风险源在不同生境中的暴露程
度，说明不同风险源对生境的影响程度，６种风险源
在不同的生境类型下，暴露系数分异明显，等级差异
较大，很好地反映了对生境的影响状况。

在不同的风险单元中，不同的生态受体因土地
利用类型的不同而对不同的生境有不同的响应系数

（表７）。

　　由表７可得在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林地和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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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武威市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风险响应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Ｓｈｉｙ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风险单元 生境
各生态受体的响应方式及响应系数

生物物种 景观态势 生态系统
合计

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 耕地 Ｈ，Ｍ，０．３ Ｆ，Ｓ，ＣＮ，０．２ Ｈ，Ｍ，ＳＦ，０．２　 ０．７

林地 Ｈ，Ｍ，１．０ Ｆ，Ｓ，ＣＮ，０．８ Ｈ，Ｍ，ＳＦ，０．９　 ２．７

草地 Ｈ，Ｍ，０．５ Ｓ，ＣＮ，Ｏ．３ Ｈ，Ｍ，ＳＦ，０．２　 １．０

园地 Ｈ，Ｍ，０．１　 ０　 ０　 ０．１

水体 Ｈ，Ｍ，０．７ Ｓ，０．６ Ｈ，Ｍ，ＳＦ，０．７　 ２．０

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 耕地 Ｈ，Ｍ，０．５ Ｆ，Ｓ，ＣＮ，０．５ Ｈ，Ｍ，ＳＦ，０．６　 １．６

林地 Ｈ，Ｍ，０．５ Ｆ，Ｓ，ＣＮ，０．３ Ｈ，Ｍ，ＳＦ，０．４　 １．２

草地 Ｈ，Ｍ，０．３ Ｓ，ＣＮ，０．４ Ｈ，Ｍ，ＳＦ，０．３　 １．０

园地 Ｈ，Ｍ，０．６ Ｆ，ＣＮ，０．５ Ｍ，ＳＦ，０．４　 １．５

水体 Ｈ，Ｍ，０．５ Ｓ，０．４ Ｈ，Ｍ，ＳＦ，０．５　 １．４

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 耕地 Ｈ，Ｍ，０．７ Ｆ，Ｓ，ＣＮ，Ｏ．６ Ｈ，Ｍ，ＳＦ，０．７　 ２．０

林地 Ｈ，Ｍ，０．３ ＣＮ，０．２ Ｈ，Ｍ，ＳＦ，０．２　 ０．７

草地 Ｈ，Ｍ，０．３ Ｓ，ＣＮ，０．３ Ｈ，Ｍ，ＳＦ，０．３　 ０．９

园地 Ｈ，Ｍ，０．７ Ｆ，ＣＮ，０．６ Ｍ，ＳＦ，０．６　 １．９

水体 Ｈ，Ｍ，０．８ Ｓ，０．７ Ｈ，Ｍ，ＳＦ，０．７　 ２．２

　　由于在各个风险单元与生态受体相关的６种风险源并不是均会出现，因此，在不同的风险单元中生境－生态受体的响应路径并不完全存

在，表征在表７中即为相应的响应系数为０。

的响应系数最大，说明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最重

要。同理，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中的耕地、园地和水

体和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中的水体、耕地和园地也

对各自的风险单元最为重要，中部绿洲区耕地和园

地面积较大，而水体是绿洲农业发展的保障。对于

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来说，水体是防止进一步沙化

的保障，耕地、园地调节区域气候平衡，促进生态

平衡。

２．６　风险评价结果

我们通过计算各个风险单元内的相对风险密

度、生境丰度、暴露和响应系数的乘积，计算得到武

威市石羊河流域的相对风险。计算公式如下［２１］：

ＲＳｍ ＝∑ＳｍｎＨｍｌＸｍｌＥｌＬ

式中：ＲＳ为相对风险值；ｍ 为所划分的风险单元序
号；ｎ为风险源种类的序号；ｌ为生境类型的序号；Ｌ
为生态受体类型的序号；ＲＳｍ为第ｍ 风险单元的相

对风险值；Ｓｍｎ为第ｍ 风险单元内风险源ｎ的丰度
等级；Ｈｍｌ为第ｍ 风险单元内生境ｌ的丰度等级；

Ｘｍｌ为风险源－生境暴露途径的暴露系数；ＥｌＬ为生境－
生态受体响应路径的响应系数。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石羊河流域３个风险单
元的风险值的相对风险状况。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
的风险值为１１．８８７，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的风险值
为１８．６２６，北 部 盆 地 防 沙 治 沙 区 的 风 险 值 为

１６．２４７，由此可得出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在土地利
用中面临的生态风险最大，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次
之，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在土地利用中面临的生态
风险最小。武威市石羊河流域３大风险单元的风险
大小因土地利用类型和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结合３
个风险单元不同风险源和生境的面积，可以得知这

３个风险单元的耕地和林地面积最大，且以工程建
设用地、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用地为主，而这在中部
绿洲生态保护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工程建设和
畜牧养殖可以有效地提高当地农民的经济收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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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生态破坏程
度相应增大，生态风险也随之增大。所以在对武威

市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

严格限制各地区工程建设的面积，更要注重中部绿
洲生态保护区土地利用方式，以最大程度降低武威

市石羊河流域的生态风险。

３　讨论与结论

通过实地调研，运用相对风险模型对武威市石

羊河流域因土地利用而造成的生态风险进行分析。

工程建设和畜牧养殖是造成该区域生态风险的主要

原因，水土流失及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也对生态风

险有一定影响，且中部绿洲面临的生态风险最大，与

研究区域实际情况相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将武威市石羊河流域划分为南部山地水源涵养

区、中部绿洲生态保护区、北部盆地防沙治沙区三个

区域进行生态风险研究，在相对风险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概念模型，通过风险表征计算得到中部绿洲生

态保护区的风险值为１８．６２６，所面临的生态风险最

大，南部和北部面临的生态风险相对较小。以上结
果说明了不合理的人类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环境具

有重大的影响，且在自然环境条件状况相对较好的

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鉴于武威市石羊河流域面临的生态风险压力

大，且在中部绿洲尤其明显，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

施减缓生态环境的恶化，以保护这一生态屏障。通

过政府合理引导是规范土地合理利用的有效措施，

政府应组织建设长效土地利用机制、对农户进行科

学指导、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大力营造防护

林等。作为土地利用主体的农户应树立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生产建设、合理地进行养

殖和耕作、减少农药化肥等污染物的使用，从源头上

控制生态风险［２２］。

由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正处在发展阶段，

目前存在着土地利用胁迫体系的不健全、生态风险

评价在模型开发方面的不足、相关数据库建立不完

善、监测网络不成型等问题，极大制约了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评价的发展。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应
逐步建立有效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完善

生态风险评价数据库，形成现代化的土地利用生态

风险监测网络。当然，限于建立的土地利用生态风
险定量评价模型研究区域性较强，且受主观因素影

响比较大，对因土地利用造而成的生态风险的影响
因素还需更深的探究，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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